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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升级会降低社会公平感吗 

黄漫宇 汪阳昕
1
 

【摘 要】：基于 2015及 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等相关数据，

使用定序回归模型分析了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结构升级会降低社会公平感，这种影响

存在地区和城乡的异质性。通过构建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降

低社会公平感，而转移支付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会在这一影响机制中产生负向的调节效应。因此，政府应通过增加教

育经费投入和中央转移支付从而降低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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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严峻外部环境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深

远影响，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统领“十四五”时期的新战略举措。实际上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消费也正以其“压舱石”的作用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数据显示消费增长自 2014年起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

力，其中，2019 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7.8%。随着居民可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种类的大幅提升以

及消费偏好与消费文化的转变，消费热点逐渐向新的消费领域汇集，定制化与多样化的高层次消费成为主流，消费的增长开始

更多地出现在发展和享受类的产品和服务之中，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逐渐显现(石明明等，2019)。 

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追求的两大目标，自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后，“效率”提升放缓，“公

平”问题更加被人们关注。社会公平感是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对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和评价，换言之即居民以个人所持的“社会

应有状况”为标准，对社会是否符合这一标准作出的评判。考虑到消费是居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感知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消费选择使得各类消费群体都有可能感受到居民之间实际消费能力存在的差异，

从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感。 

基于此，本文拟使用 2015 及 2017 年的 CGSS(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相关数据，在使用定

序回归模型和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以下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第一，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应

以及这一影响效应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第二，分析消费结构升级作用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机制与调节机制。本文得出的结

论将为在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背景下促进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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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作为现代化生活组织架构中的焦点输出环节，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资源配置的情况，是立足于一切生

产性活动基础上的利益调节，涵盖着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动态平衡。由于我国区域发展还不平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这意

味着消费能力和消费机会仍旧存在较大差距，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可能会对社会公平感造成负面的影响。范和生和刘凯强(2019)

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仍然是困扰我国社会结构迈向更高台阶的瓶颈，这种不平等属性也蔓延到了消费层面，造成了人们

消费机会的失序。Lee等(2020)的研究也发现当教育服务的选择增加时消费者的公平感并没有显著提升。许琪等(2020)更是通过

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使得机会公平感下降。据此提出： 

假说 1: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存在负面影响。 

2.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机制 

孟天广(2012)认为社会公平感包含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两个方面的内容，机会公平感体现的是消费资源分配的程序或

机会，结果公平感体现的是消费资源的分配结果，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机制。 

(1)机会公平感。 

机会公平感的含义是指居民个人认为自己获得了参加与自身能力和意愿对应的活动的权利，也即“各尽所能”(徐梦秋，

2001),进而消费机会可以理解为由权力资源分配状况所决定的个体或群体自我发展和持续进化的空间(范和生和刘凯强，2019)。

虽然消费升级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但现实中制度地位、身份阶层、权力垄断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于消费资源和

消费机会的不平等占有，从而造成消费机会不公平(Chan 和 Goldthorpe,2007)。这一过程会使居民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到与自身

消费意愿相匹配的市场活动中，从而降低其机会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越低，则意味着居民认为归因于权力等的“非责任”因素

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越大，因此其社会公平感会进一步降低。据此提出： 

假说 2a: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 

(2)结果公平感。 

结果公平感包含的内容有每个人能够获得自己所需——“needs”、每个人获得同样的分配和待遇——“equality”、每个

人获得奖励与贡献之比是合理的——“equity”(Deutsch,1975)。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消费者增加了对于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

这一信号会通过市场传递到生产商处，这会引导生产商调整生产决策，不断扩大中高端产品的生产数量和种类，从而实现产业

升级(颜色等，2018)。产业升级一方面为国家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源泉，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加大。这往往

会使得民众认为自己的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进而产生结果不公平感。因此，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可能会对结果公

平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感。据此提出： 

假说 2b: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结果公平感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 

3.消费结构升级影响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的调节机制 

鉴于转移支付和教育经费在促进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方面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本部分拟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消费结构

升级影响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的调节机制。 

(1)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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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正由于经济增长“锦标赛”的存在，使得区域发展

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在经济增长质量逐渐得到重视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带来的失衡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因而转

移支付成为了中央解决失衡问题的重要措施。转移支付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调节地方政府财力进而缓解地区和收入的差距，另

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间接调节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调整其财政支出结构，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接触公共服务的均等

机会(吉富星和鲍曙光，2019)。特别地，在中国基本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转移支付成为了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将经济活

动所得以福利形式馈赠给贫困人口的重要途径。解垩和李敏(2020)发现政府转移支付完成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李丹

和李梦瑶(2020)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研究对象，发现转移支付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均 GDP,还可以增加农村居民

接触公共服务的机会。据此提出： 

假说 3a:转移支付的增加能够降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机会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向影响。 

假说 3b:转移支付的增加能够降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结果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向影响。 

(2)教育经费。 

教育不仅可以在经济层面增加个体的收入，还可以在心理、行为、认知等方面对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的社会态度和社

会公平感(Solmon和 Fagnano,1995)。学者们通过结构地位决定论和筛选理论对教育促进公平感提升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李颖晖

(2015)使用结构地位决定论提出这一正向影响是由于有着更高教育程度的群体更有可能因为其社会声望、经济地位等而拥有更

多参与活动的权力，因此具有显著的机会公平感优势。Stiglitz(1975)使用筛选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认为教育是对高能力者

和低能力者的“过滤”,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向劳动力市场发送能力信息，进而获得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收入，产生结果公平

的感受。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教育经费的增加作为提升居民教育水平的政策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机会公平

感和结果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所产生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 

假说 3c:教育经费的增加能够降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机会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向影响。 

假说 3d:教育经费的增加能够降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结果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概念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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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用到 2015及 2017 年的 CGSS 数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6及 2018 年的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16及 2018

年的数据。其中 CGSS始于 2003年，是针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 10000多户家庭遵照国际标准进行的连续性横截面调查。CGSS

调查较为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因此能够较为真实和完整地反映全国各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

本文在删除有缺失变量的样本后共保留 11628个样本。《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是在整合城乡住户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收录

了历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主要收支与生活状况的数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城乡居民收支、生产和生活的状况。 

2.变量选取 

(1)核心变量。 

社会公平感是本文重要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 2015 及 2017 年的 CGSS 调查结果。在 CGSS 调查中对该变量的表述以问

题的形式出现，即“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答案对应有五个选项，分别是“1-完全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

3-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4-比较公平、5-完全公平”,对该变量的处理方式是将答案对应的数字作为变量的值。虽然该

变量是从主观角度对社会公平进行的测度，但由于公平本就是人的主观感受，受到自身特质和环境特质的共同影响，因此让调

查者选择他们感受到的公平程度并将此作为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合理的。 

消费结构升级是本文的重要解释变量。一般认为，消费结构升级体现为消费内容的优化，也即生存型消费比重降低，发展

型和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提升的现象(贾宪军，2020)。基于这一界定，韩立岩和夏坤(2007)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及医疗保障支

出占消费的比重测度消费结构升级，南永清等(2020)则进一步扩大高层次消费的范围，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交通

通信支出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的比重测度消费结构升级。为使实证结果更为精准稳健，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同时使用上

述两种方法进行测度，表 3 中描述的 Consu1 表示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及医疗保障支出占消费的比重测度的消费结构升级，而

Consu2 是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的比重衡量的消费结构升级。相关数据

来自于 2016及 2018年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2)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又分为个体主观控制变量和个体客观控制变量，其中个体主观变量包含幸福感、机会公平感、结果公

平感，个体客观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工作状况和网络联系。以上有关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数据均来源于 CGSS调查结果，它们所对应的问卷问题、原始答案选项以及原始数据处理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CGSS中对应的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变量名 CGSS对应问题 原始数据 数据处理 

个体主观控制变量： 

幸福感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

否幸福? 

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但也不能说不幸福，

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数值即为相应答

案的赋值 

机会公 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 1(最底层)到 10(最顶层) 数值即为相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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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感 案的赋值 

结果公

平感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

属于哪一档? 

1-远低于平均水平，2-低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

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 

数值即为相应答

案的赋值 

(续表) 

变量

名 
CGSS对应问题 原始数据 数据处理 

个体客观控制变量： 

性别 被访者性别 男、女 男赋值 0,女赋值 1 

年龄 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 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 

户口

类型 

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

况是? 

1-农业户口，2-非农业户口，3-蓝印户口，4-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

户口),5-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1、4归为农业户口赋值

0,2、3、5归为非农业户

口赋值 1 

受教

育程

度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

度是(包括目前在读) 

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3-小学，4-初中，5-职业高中，6-普

通高中，7-中专，8-技校，9-大学专科(成人),10-大学专科(正规),11-

大学本科(成人),12-大学本科(正规),13研究生及以上 

1-8归为大专以下赋值

0,9-13归为大专及以上

赋值 1 

年收

入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

收入是多少? 
- 取对数① 

工作

状况 

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

是 

1-从未工作过，2-目前从事非农工作，3-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

农工作，4-目前没有工作、而且只务过农，5-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

农工作，6-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 

1、3、4归为没有工作赋

值为 0,2、5、6归为有工

作赋值为 1 

网络

联系 

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

体的使用情况-互联网

(包括手机上网) 

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 
数值即为相应答案的赋

值 

 

(3)省级层面控制变量。 

由于 CGSS数据中能够对应的最小行政区域为省，因此本文选取的地理区域控制变量均为省级数据，其中包含从《中国统计

年鉴》、各省《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获取的数据。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含有人均 GDP、万人拥有银行机构数、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房价收入比(陈艳如等，2020)。以上省级层面指标以及对应的计算处理方法如表 2所示。 

表 2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及处理方法 

变量名 处理方法 

经济水平 人均 GDP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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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建设水平 银行金融机构数/年末人口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人均道路面积 

房价水平 住宅商品房价格/年收入 

 

(4)变量描述性统计。 

以上所述各变量的名称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1.基本回归及结果分析 

本文因变量为社会公平感，在问卷上共呈现为五个层次，分别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比较公平、完全公平，本文依次对这五个层次赋值为 1、2、3、4、5。由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为典型的定序变量，因此本文参考

周慧珺和沈吉(2020)的做法采用定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airip表示 p省份的 i个体的社会公平感，Consup表示 p省的消费结构升级，C表示控制变量，包含有个人主观层面、

个人客观层面、省级层面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δp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εip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4给出了基于 2017年数据对于假说 1的检验结果。考虑到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其他用品及

服务支出占消费的比重(Consu2)衡量消费结构升级相比于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及医疗保障支出占消费的比重(Consu1)测度消费

结构升级而言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消费升级的整体状况，因此本文在表 4 中仅用列(1)展示了 Consu1 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和省份

固定效应的实证结果，在列(2)、(3)、(4)中则展示了通过逐步回归所得到的 Consu2的实证结果。 

表 3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公平感(Fair) 11628 3.10 1.06 1.00 5.00 

消费结构升级 1(Consu1) 11628 0.19 0.02 0.14 0.24 

消费结构升级 2(Consu2) 11628 0.35 0.03 0.29 0.42 

幸福感(Happ) 11628 3.85 0.85 1.00 5.00 

机会公平感(Oppo) 11628 4.13 1.70 1.00 10.00 

结果公平感(Dist) 11628 2.54 0.75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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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Gend) 11628 0.52 0.49 0.00 1.00 

年龄(Age) 11628 51.00 16.86 18.00 103.00 

户口类型(Regi) 11628 0.37 0.48 0.00 1.00 

受教育程度(Edu) 11628 0.19 0.39 0.00 1.00 

年收入(In) 11628 3.14 2.73 -3.00 6.99 

工作状况(Work) 11628 0.55 0.49 0.00 1.00 

网络联系(Inter) 11628 2.80 1.72 1.00 5.00 

经济水平(GDPpc) 11628 4.80 0.19 4.45 5.11 

金融建设水平(Bank) 11628 1.69 0.29 1.17 2.30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Road) 11628 14.83 5.31 4.51 25.62 

房价水平(Hou) 11628 0.32 0.10 0.16 0.59 

 

表 4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检验结果 

 
(1) (2) (3) (4) 

Consu1 -2.5022*** 
   

 
(0.8712) 

   

Consu2 
 

-2.0329*** -1.7541*** -1.9364*** 

  
(0.3687) (0.3758) (0.4322) 

个人主观控制量： 

Happ 0.3820*** 0.4153*** 0.3823*** 0.3826*** 

 
(0.0129) (0.0121) (0.0126) (0.0129) 

Oppo 0.0545*** 
 

0.0607*** 0.0548*** 

 
(0.0070) 

 
(0.0063) (0.0070) 

Dist 0.0449*** 
  

0.0446*** 

 
(0.0159) 

  
(0.0159) 

个人客观控制量： 

Gend -0.0598*** -0.0637*** -0.0642*** -0.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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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7) (0.0201) (0.0201) (0.0207) 

Age 0.0072*** 
 

0.0101*** 0.0071*** 

 
(0.0008) 

 
(0.0006) (0.0008) 

Regi -0.0440* 
 

-0.0770*** -0.0435* 

 
(0.0249) 

 
(0.0236) (0.0249) 

Edu 0.1453*** 
 

0.1254*** 0.1479*** 

 
(0.0306) 

 
(0.0300) (0.0306) 

(续表) 

 
(1) (2) (3) (4) 

In 0.0015 
  

0.0021 

 
(0.0048) 

  
(0.0048) 

Work 0.0586** 
  

0.0562** 

 
(0.0247) 

  
(0.0247) 

Inter -0.0614*** 
  

-0.0619*** 

 
(0.0086) 

  
(0.0086) 

省级控制变量： 

GDPpc 0.1261 -0.2640* 0.0440 0.1199 

 
(0.1640) (0.1388) (0.1631) (0.1640) 

Bank -0.0042 
  

0.0413 

 
(0.0452) 

  
(0.0466) 

Road -0.0072
**
 

  
-0.0037 

 
(0.0028) 

  
(0.0025) 

Hou -0.6268
***
 

 
-0.3962

***
 -0.5399

***
 

 
(0.1875) 

 
(0.1440) (0.1850)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1628 11628 11628 11628 

R2 0.0393 0.0394 0.0502 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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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中(1)～(4)列的计算结果可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会降低居民的社

会公平感，假说 1 得到验证。在个人主观控制变量中，幸福感、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

明当居民幸福感程度高、认为社会机会相对公平或者结果相对公平时容易产生较高的社会公平感。在个人客观控制变量中，年

龄、教育、工作状况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年龄越大的居民、接受教育时间更长的居民或拥有工作的居民有更

高的社会公平感；性别变量、户口类型、网络联系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则显著为负，这说明男性比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强，持

有农业户口的居民比非农户口的居民社会公平感更强，较少使用网络的居民社会公平感更强。在省级控制变量中，房价水平显

著为负，说明较高的房价水平会降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2.稳健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考虑到调查数据年份的特殊性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使用 2015年的对应数据应用相同的定序回归模型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表 5 是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中各列回归结果中表示的控制变量的选择均与基本回归中所述相同。限于文

章篇幅，表 5、表 6、表 7和表 10均略去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Consu1 -0.9147* 
   

 
(0.5071) 

   

Consu2 
 

-1.9267*** -1.4806*** -1.1260** 

  
(0.4464) (0.4904) (0.53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9096 9096 9096 9096 

R2 0.0315 0.0322 0.0457 0.0580 

 

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别在 10%、1%、1%、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

步说明消费结构升级确会降低居民的公平感，即假说 1进一步得到验证。 

3.内生性问题处理及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现有研究也有少量文献从公平感出发研究其对于消费的影响，如刘

悦等(2019)使用 32个国家数据分析发现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可以促进消费升级，这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也带来了挑战，

即可能由于反向因果而导致在回归过程中产生内生性的问题。同时社会公平感可能会存在部分无法度量的解释变量如居民的消

极或积极的心态，使用遗漏变量的模型进行估计也会产生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尽可能避免由上述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引

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带工具变量的定序回归模型进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本文分别从个人层面和省级层面选择了两个工具变量，从个人层面选取了文化活动参与频率，这是因为：首先，从理论角



 

 10 

度而言消费升级受到文化活动参与频率的影响，也即文化活动参与频率越高消费升级程度越高，满足相关性；其次，没有研究

表明社会公平感会对文化活动参与频率产生影响。文化活动参与频率数据来源于 CGSS调查数据，对应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

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回答的选项包含“1-从不，2-一年数次或更少，3-一月

数次，4-一周数次，5-每天”,对该变量的处理方式是将答案对应的数字作为变量的值。从省级层面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各省居民

的肉类食品消费量，这是因为肉类食品消费量作为食品消费的一种，与消费升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社会公平感不会对单一

的食品消费产生影响。肉类食品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表 6所示的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仅

加入对工具变量的考虑后的回归结果。 

由表 6 可知，针对两个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上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以及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满足了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同时针对工具变量的过度识

别检验在 10%的水平上接受了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了与被解释变量的无关性，因此两个工具

变量通过检验。表 6 中(1)～(4)列的回归结果说明，在加入工具变量后，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仍均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这与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在内生性问题得到处理后假说 1仍然成立。 

表 6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1) (2) (3) (4) 

Consu1 -3.8773*** 
   

 
(0.9711) 

   

Consu2 
 

-3.7458***(0.9434) -3.2280***(0.9335) -3.7276***(1.30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不可识别检验 1690.184
***
 1702.112

***
 1815.329

***
 846.102

***
 

弱工具变量检验 2210.161*** 1895.607*** 2068.382*** 841.516*** 

过度识别(P)值 0.4806 0.4531 0.8582 0.4997 

N 11628 11628 11628 11628 

R
2
 0.0393 0.0394 0.0502 0.0523 

 

4.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的早期，Baron和 Kenny(1988)提出了三步检验法，旨在通过厘清各个逻辑关系来确定中介变量的统

计显著性。随后 MacKinnon 等(2002)指出三步检验法在评估中介效应时相比于 Bootstrap 方法而言统计解释力较低。因此本文

参考 Nyadzayo等(2016)的做法，先建立模型通过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说明中介效应中直接效应存在与否，再通过 Bootstrap方

法说明中介效应中间接效应存在与否，最终结合二者的结果验证消费结构升级是否通过机会公平感与收入公平感进而影响社会

公平感。 

在验证直接效应存在与否时，本文设置了如式(2)、(3)、(4)、(5)所示的四个模型： 



 

 11 

 

其中，Fairip表示 p省份的 i个体的公平感，Oppoip表示 p省份的 i个体的机会公平感，Distip表示 p省份的 i个体的结果公

平感，Consup表示 p 省的消费结构升级，C 表示控制变量，包含有个人主观层面、个人客观层面、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δp表

示省份固定效应，εip表示随机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对于中介效应和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是具有连续性的实证步骤，

同时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度量方法中 Consu2 相比于 Consu1 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且更加贴近居民如今的消费事实，因此本文在接

下来检验中介效应及调节的中介效应时均使用 Consu2作为测度消费结构升级的变量。 

表 7是直接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列(1)、(2)、(3)、(4)分别表示的是式(2)、(3)、(4)、(5)的回归结果。 

表 7直接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1) (2) (3) (4) 

Consu2 -2.3180*** -4.2810*** -0.9895** -1.9364*** 

 
(0.4299) (0.4073) (0.4369) (0.4322) 

Oppo 
   

0.0548*** 

    
(0.0070) 

Dist 
   

0.0446*** 

    
(0.01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1628 11628 11628 11628 

R2 0.0489 0.0430 0.0786 0.0523 

 

由表 7的列(1)可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总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有直接

的负向影响。由列(2)可知消费结构升级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消费结构升级对机会公平感有直接的负向影响。由列(3)

可知消费结构升级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消费结构升级对结果公平感有直接的负向影响。由列(4)可知，机会公平感和结

果公平感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对社会公平感均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比列(1)和列(4)

可以发现，在加入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后，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综合以上结论可以说明消费

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及结果公平感进而降低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在验证了直接效应后，本文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验证间接效应的存在与否，结果如表 8 所示。从表 8 中可以看出，



 

 12 

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机会公平感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2537,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结果公平感影响居民社

会公平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269,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结合上文对直接效应的验证结果，可以说明消费结构升级确实通过降

低居民的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最终降低了社会公平感，即研究假说 2a 和 2b 得到验证。同时从表 8 中两个间接效应对应的

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消费结构升级更多地是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进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的。 

表 8间接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消费结构升级→机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 -0.2537 0.0385 -6.58 <0.01 

消费结构升级→结果公平感→社会公平感 -0.0269 0.0138 -1.94 <0.10 

 

5.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讨论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机会公平感与结果公平感影响社会公平感的途径是否会受到其他环境变量的影响，本文

进一步使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研究假说 3a、3b、3c和 3d。本文所选取的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转移支付和教育经费。其

中，转移支付的数据来自于财政部发布的《中央财政预算》,其测度参考了李丹和李梦瑶(2020)的做法，用一般性转移支付、专

项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之和与各省财政收入之比来表示。教育经费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测度参考高洁和汪宏华

(2020)的做法，用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重表示。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归纳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借鉴 Preacher等(2007)

使用的 Bootstrap方法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调节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水平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消费结构升级→机会公平感 

转移支付 

低 -0.4575 0.0678 -6.74 <0.01 

高 -0.2077 0.0366 -5.67 <0.01 

教育经费 

低 -0.3282 0.0632 -5.19 <0.01 

高 -0.2444 0.0394 -6.19 <0.01 

消费结构升级→结果公平感 

转移支付 

低 -0.1018 0.0363 -2.80 <0.01 

高 0.1071 0.0355 3.02 <0.05 

教育经费 

低 -0.1042 0.0363 -2.87 <0.01 

高 -0.0406 0.0180 -2.25 <0.05 

 

由表 9的计算结果可知，转移支付的增加在 1%的水平上缓解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进而降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同时转移支付的增大在 5%的水平上可以将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结果公平感进而降低社会公平感的效应由负转正，由此研究假

说 3a 和 3b 得证。这说明转移支付的增加既能够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的机会公平感，也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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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进而在总体上使居民获得更高的结果公平感。 

同时教育经费的增加均在 5%的水平内显著缓解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进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的负

向影响，由此研究假说 3c 和 3d 得证。这说明教育经费的增加会改善居民的教育水平，当居民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时，往往能

够提高其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并获得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从而具有更高的机会公平感，同时教育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

向劳动力市场发送能力信息，进而获得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收入并获得更高的结果公平感。 

五、进一步实证 

前文实证结果均是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得到的，这可以较好地避免除省份控制变量外其他省份特征对于回归结果

的影响，但也正因如此不能反映在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社会公平感可能存在的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地区异

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10所示。 

从表 10的计算结果可知，从地区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

一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在西部地区这一负向影响更大。从城乡异质性来看，城镇与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

公平感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在农村地区这一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地区。 

表 10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后的计算结果 

 

地区异质性 城乡异质性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 农村 

Consu2 0.1079 -2.6117*** -4.0159*** -1.7098*** -2.0498*** 

 
(0.9465) (0.8839) (1.4963) (0.5882) (0.68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5560 3805 2263 7401 4227 

R
2
 0.0527 0.0591 0.0532 0.0478 0.0641 

 

结合前文的论述可知，由于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位于相对欠发达地区或位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在获

取发展和享受类产品时，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可能落后于发达地区或城镇地区的居民，这使得即便发生了消费结构升

级，位于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在比较之下仍会在更大程度上产生自己的付出未能得到应有回报的不公平感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5及 2017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16及 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数据，

使用带有工具变量的定序回归模型对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社会公平感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下列结论：第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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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结构升级会降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第二，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以及结果公平感从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

响；第三，转移支付和教育经费的增加均能够减少消费结构升级通过降低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而对社会公平感所产生的负

面影响；第四，消费结构升级对西部地区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大于中部地区，对农村地区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大于城镇地

区。 

2.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经济增长质量逐步得到重视，政府应当在保持对于“效率”持续关注的同时，进一步增加对于“公平”的重视，

将缩小贫富差距、减少阶级固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作为重要的发展任务。 

第二，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降低消费结构升级可能对社会公平感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增加专项转移支付，以

其间接的“造血”功能增加居民接触公共服务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以其直接的“输

血”功能提升居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 

第三，通过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降低消费结构升级可能对社会公平感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增加对各阶段

教育的投入，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并通过积极的政策信号适当地

将社会资本引入教育领域，优化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真正将教育的普惠性同等地落实到各地区和各层级居民的身上。 

第四，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距，重点关注消费结构升级对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可能产生

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这些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和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让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红

利，实现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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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考虑到部分受访个体存在收入为 0的情况，因此在取对数前对全部居民收入均增加 0.01元。 


